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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营经济

部门的成长尤为引人关注。其中，创业者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将创

业的组织过程引入新兴市场的精英流动研究，进而探究创业者的社会出身与其创业

结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初始企业规模与企业成长本质上是资源汇聚与整合的

结果，而这取决于创业者特征。精英型创业者的初始企业规模、企业成长速度以及

当前企业规模均要高于草根型创业者。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民营经济的增长，大

企业主的社会来源总体上趋于精英化，精英型创业者特别是内源型创业者的企业规

模优势越来越突出。这种优势的扩大主要是因为其企业的初始规模优势在扩大，而

创业以后的企业成长速度优势并未同步扩大。政府在民营企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

用，为促进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释放其创新潜力，需发挥政府监督市场运行与纠

正市场失灵的职能，积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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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营经济部门的成长
尤为引人关注。截至２０１７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２７００万家，个体工商户超
过６５００万户，注册资本超过１６５万亿元。民营经济贡献了５０％以上的税收，６０％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７０％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８０％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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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创业成功者的
社会来源研究”（２０１８ＱＮＲＣ２０）阶段性成果。



以上的企业数量。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
展的意见》指出：“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

业、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是谁推动了我国民营

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呢？

“国家中心论”的观点认为，国家与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国家具有制定法
律与政策的权力，同时国家在改革初期也掌握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正是由于国

家的支持与推动，民营经济才有了发展空间。② “企业家中心论”者则强调：那些极
具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同样是不可忽视的。③ 我们认为，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

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也是广大民营企业家创业的结果，广大劳动者都参与了

财富的生产与创造。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面临新挑战，国家再次强调进一步 “激发民营

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④ 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改善发展环境、鼓励人
们创业。改革开放以来，创业活动持续不断，人们利用当下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

使创业变得越来越容易。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创业成功，那么，谁能够创业
成功，谁能够将企业做大做强？本文从当代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路径中选择创业及创

业者的视角展开分析。

在社会学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从精英流动的视角，关注创业者过去的社会经济
地位对其成为新兴市场精英是否有影响，或新兴市场精英与改革之前的社会精英是

什么关系，是 “精英循环”还是 “精英再生产”。对此，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随着经

济体制的转型，制度结构的变迁将导致社会结构，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更替或循环，

新的精英阶层将成为市场转型的 “赢家”和未来转型的主要推动力。⑤ 然而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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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了许多争议，经验研究结果也不支持市场转型理论的预测，“精英再生产”似乎
更符合现实。

已有研究还有许多讨论空间：其一，大多数研究都聚焦于谁更可能进入市场创
业，仅有少数研究分析了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① 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具体分析创业
成功的过程。其二，已有研究往往忽视了精英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即不同精英出身
的创业者创业结果是否一样呢？其三，现有经验研究使用的数据往往是特定时期的，

或反映的仅是改革初期的变化，而那时的经济改革才刚刚开始，其对社会结构的影
响具有延期效应。如今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４０余年，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已经越
来越清晰，国内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可以用此重新审视各种争议。

本文将创业的组织过程引入新兴市场的精英流动研究中，进而探究创业者的社
会出身与其创业结果之间的关系及其具体过程。大企业的形成包括两个过程：一是
创业时的企业初始规模，二是创业以后的企业成长。在这两个过程中，创业者都发
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分析创业者的社会出身在上述两个过程中的作用，进而
探讨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及其变迁。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创业与企业成长研究回顾

围绕市场转型理论，研究者将创业者看作新兴市场精英，探讨他们与原再分配
精英的关系，目前存在三种理论观点：第一种是 “精英循环论”，强调原再分配精英
已经习惯于再分配经济体制下的权力秩序，难以适应新的市场规则，故而在市场竞
争过程中不占有优势。② 第二种是 “精英再生产论”，认为原再分配精英不仅掌握更
多人力资本，同时能通过体制内的关系网络获得更多市场信息与稀缺资源，他们更
有可能成为新兴市场精英。③ 第三种则是 “精英分化论”，它注意到精英内部的异质
性，认为只有部分再分配精英顺利实现了 “精英再生产”。伊亚尔等人的研究发现，

只有那些同时拥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技术型再分配精英，积极参与并主导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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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革，并在市场改革过程中成功转型为新的市场精英。①

对中国的研究大多支持 “精英再生产论”，相对于一般生产者，原再分配精英更
有可能 “下海”创业。② 然而，直接将创业者看作市场精英，这在创业较少的改革初期
或许合适，随着创业者越来越多，创业者内部的异质性也越来越大，此时只有那些创业
成功的大企业主才被视为真正的市场精英。而创业者能否成为大企业主是与企业组织的
成长高度重合的，因此，要详细考察市场精英的流动过程，需引入组织研究视角。

大企业的形成包括创业初始的企业规模与企业成长两个过程。就创业初始规模
而言，一些经验观察发现，在我国民营企业外部融资难度较大的条件下，创业者的
资金往往来自于家庭与非正式金融业，而后者通常又取决于创业者个人的社会关
系。③ 相比之下，关于企业成长的研究更为丰富，现有的组织研究大概存在三种观
点：“内部资源成长”“网络化成长”与 “合法化成长”。

“内部资源成长理论”最早由彭罗斯提出，她认为，企业内部资源是企业成长的
基本条件，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取决于企业能力，尤其是企业
家的管理能力。④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企业内部的资源是企业制
定及实施战略的基础，那些掌握有价值的、稀少的、不可模仿以及不可替代的资源
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进而为企业提供不断成长的机会。⑤

近年来，针对新创企业面临的资源约束，又有学者提出资源拼凑理论，认为通过手
头现有而常被忽视的实物资源、社会资源、制度资源进行创造性利用，就会产生前
所未有的新价值，这是突破新创企业资源约束、推动企业成长的有效途径。⑥

然而，企业内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要保证企业持续不断成长，获得企业外部环
境的资源很重要。“网络化成长理论”强调，单个企业通过与其他企业、组织建立正
式的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借助这些网络关系迅速获取和共享网络资源，从而促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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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长。① 创业网络中的资源往往取决于网络结构特征与关系质量，如创业网络的
规模、中心度、网络位置、关系强度等特征对新创企业的资源获取具有重要影响。②

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不同，新制度主义学派强调新创企业的合法性是获取外部
资源的主要约束。在新制度主义学派看来，企业组织同时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

制度因素作为一种 “理性神话”对企业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③ 齐默曼和蔡茨两人
结合新制度主义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形成了 “合法性—资源—成长”的 “合法化成
长理论”，在他们看来，新企业成长的本质是通过合法化战略选择、克服 “合法性门
槛”，获取资源。④ 后续的许多经验研究也发现，拥有合法性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外
部资源，从而支持企业成长。⑤

上述三种理论实际上都基于一个基本假设，即企业成长的基础在于资源的汇聚
与整合。三者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如何获取资源，“内部资源成长理论”强调对于企
业内部既有资源的优化配置，让无用的资源发挥作用，相当于获取了新的资源；而
“网络化成长理论”与 “合法化成长理论”则聚焦于从企业外部获取资源，前者认为
企业所处的关系网是获取资源的重要渠道，后者则认为企业所具有的合法性对其外
部资源获得具有重要影响。围绕这三种企业成长理论，已经产生了大量经验研究，

但这些经验研究很少把创业者的社会出身与企业成长联系起来，也很少在中国经济
改革的背景下讨论三种企业成长路径的变化。

综上，精英流动研究关心创业者的社会来源与其创业结果的关系，组织研究则关
心企业发展的过程。在我们看来，无论是企业创立还是企业成长，基础都在于资源的
汇聚与整合。创业者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们是企业资源汇聚与整合的主体。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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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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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１，ｎｏ．２，１９９６，ｐｐ．４９２－５２８；邬爱其： 《企业网络化成长：
国外企业成长研究新领域》，《外国经济与管理》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

Ｗ．Ｓｔａ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ｆｒｉｎｇ，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５１，ｎｏ．１，２００８，ｐｐ．９７－１１１；朱秀梅、李明芳：《创业网络特
征对资源获取的动态影响———基于中国转型经济的证据》，《管理世界》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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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Ｇ．Ｊ．Ｚｅｉｔｚ，Ｂｅｙｏ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７，ｎｏ．３，２００２，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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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ｎｏｓ．６－７，２００１，ｐｐ．５４５－５６４；郭海等：《组织合法性对企业成长的 “双刃剑”效应研
究》，《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国，早期的创业者中大多数都不是直接创业，而是有了一定的工作经历后才开始创业
的，这些工作经历可能对他们的管理能力、社会关系网络、合法性认知产生重要影
响，从而使得不同社会来源的创业者具有不同的连接、动员、获取、整合资源的能
力。因此，创业者的社会来源将会影响企业创立时的规模和创立后的成长，最终影响
企业的规模。因此，一个问题是：何种社会出身的创业者更可能成为大企业主？其背
后的组织过程是怎样的？是因为创立时期企业规模更大，还是因为企业成长更快？

在 “精英分化论”的影响下，许多代际精英流动研究已经注意到不同精英的代
际继承存在分化，① 但在创业者研究中，精英型创业者的内部异质性往往被忽视。

这可能是因为市场转型理论从一开始就把焦点放在了再分配精英与一般生产者身上，

二者对应的是再分配权力与市场权力，然而，这两种社会权力的载体可能不是社会
精英与一般生产者之别，而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精英，因此要检验社会权力是否转移，

更重要的是比较不同社会精英的相对创业优势。

中国的经济改革使得创业与企业成长的经济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民营经济的制
度合法性得到确认并巩固，国家逐渐收缩了资源控制的范围，许多资源转由市场自由
协调交换。从合法性逻辑来看，这种变化大大降低了创业门槛，使得成功创业者的社
会来源趋于多元化。资源竞争逻辑认为，随着民营企业数量的大幅增加，市场竞争将
会越来越激烈，资源获得越来越困难，社会精英的优势可能反而扩大，也就意味着成
功创业者的社会来源将趋于精英化。上述两种理论逻辑导出不一样的流动结果，何种
逻辑更适用于改革中的中国呢？即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是趋向于 “精英化”还是 “多
元化”？背后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这一结果也反映出我国社会流动机会结构的变化，

即精英流动机会日益固化还是日益开放。

综上，本文将把创业与企业成长视为一种组织现象，从资源获取角度分析创业
者的社会来源对企业规模的影响，并在宏观经济环境变迁的大背景下观察这一影响
的变化。

三、研究假设：经济改革与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变迁

（一）创业者的分化与企业规模

参照以往研究，根据创业者的工作经历将其分为三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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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辉、李路路：《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年
第６期；吕鹏、范晓光：《中国精英地位代际再生产的双轨路径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社
会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李路路、朱斌：《中国经济改革与民营企业家竞争格局的演变》，《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１期。



１．草根型创业者：主要包括工人、农民以及无业人员出身的创业者，他们自身
所携带的资源相对较少。

２．市场型创业者：主要包括三部分成员。一是创业前在非国有单位从事管理或
专业技术工作的人。二是个体户，个体户是中国最早进入市场、经历市场洗礼的人，

称得上是中国市场经济最早的 “弄潮儿”。三是创业前在国有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和供
销工作的人，尽管他们是在体制内工作，但并没有或仅掌握少量的国家再分配权力，

反而由于其直接参与了本单位的对外经济交易，或者因为专业技能能够向单位外的
机构、个体提供服务，从而能够在再分配体制下培养企业家精神。① 虽然这三类人
之间存在各种差别，但相对于其他创业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创业前已经积累了
较多与企业经营相关的企业家精神，对市场运行有一定了解，而且与市场中的供应
商、消费者建立了一定的关系网络，在必要时能够相互支持。

３．内源型创业者：② 创业前一般是机关干部或国有企业管理者，他们具有一定
的管理能力，而且与国有单位内的其他管理者具有密切联系，即使他们个人走出体
制创业，这种联系也能为其企业带来更多合法性与资源。

相对于草根型创业者，市场型创业者与内源型创业者可以看作精英型创业者。

一方面，就初始企业规模而言，创业者的家庭网络与外部关系网是其获取资源的重
要渠道。③ 一般认为，社会地位越高的人，社会资本同样越高。④ 因此，家庭网络
中的资源往往取决于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而外部关系网的资源则取决于创业者创
业前的社会地位。与草根型创业者相比，精英型创业者在创业前就处于较高的社会
地位，具有更丰富的外部关系网。与此同时，精英型创业者通常也来自于精英家
庭，⑤ 能从家庭网络中获取更多资源。因此，可以得到假设１．１：相比于草根型创
业者，精英型创业者的初始企业规模更大。

另一方面，就企业成长而言，“内部资源成长理论”强调较强的企业管理能力与
创新能力有助于创业者整合、重构企业内部各种资源，使得那些看似无用的资源变
成新的有用资源。相比于草根型创业者，精英型创业者往往具有更强的管理能力与
创新能力，这是因为：他们接受过更多教育，现代社会中，企业经营与管理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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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源型创业者概念，是强调该类型创业者与体制内的联系，一方面，他们来自体制内
的管理岗位，另一方面，他们 “下海”后仍然与体制内再分配者具有重要联系。
参见边燕杰：《网络脱生：创业过程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张文宏：《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参见范晓光、吕鹏：《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构成：阶层与同期群差异》，《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１７年第７期。



知识都是通过教育传递的，而且教育也是提高个人创新能力的最重要方式；① 而且，

他们在创业前往往从事管理、创新、销售等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工作，由此也积
累了许多管理与创新经验。

“网络化成长理论”认为当创业者与其他企业、机构、个人建立了丰富的关系网
后，就能获取或共享网络中的资源。正如前文所述，精英型创业者具有更丰富的社
会关系网。

“合法化成长理论”则强调，创业者选择的组织结构与战略行为如果符合社会共
同规范与认知，那么其企业就会赢得大家的信任，就能以更小成本获取外部资源。

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决定的，民营企业能否获得合法性
通常取决于企业结构与行为是否合乎国家需求。许多研究都显示，民营企业是否采
纳公司制、工会、多元化战略等行为，很多时候不是效率决定的，而是为了满足国
家合法性。② 精英型创业者因为掌握了更多市场运行的知识与信息，往往更了解国
家对民营企业的要求，并按照这种要求来经营企业。

综上，由于精英型创业者的管理能力、社会关系网、企业合法性都要强于草根
型创业者，在经营企业过程中，能够获取、整合更多资源，他们的企业成长必然也
会快于后者。由此得到假设１．２：相比于草根型创业者，精英型创业者的企业成长
速度更快。

基于假设１．１与假设１．２，可以得到假设１．３：相比于草根型创业者，精英型创
业者的当前企业规模更大。

（二）宏观经济环境与大企业主社会来源的变迁

经济改革以来，创业活动持续不断，不过宏观经济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首
先，在制度环境上，国家对创业活动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变，民营经济的合法性不
断巩固。在经济改革的前１０年，国家对小规模的创业活动抱着容忍的态度，直到

１９８８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 “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
围内存在和发展……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

监督和管理”，同年６月，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允许民营
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和注册。１９９２年以后，民营经济的合法性越来越巩
固，创业活动越来越频繁，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自１９９２年以后迅速增加，我国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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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长征：《创业者受教育水平影响新创企业成长吗？———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杨典：《国家、资本市场与多元化战略在中国的兴衰———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公司战略解
释框架》， 《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６期；李路路、朱斌： 《效率逻辑还是合法性逻
辑？———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私营企业中扩散的社会学解释》，《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４年
第２期。



企业数量从１９９２年的１３．９６万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３１４３．２６万。①

其次，市场环境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在经济改革初期，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虽
有所松动，但规模受到明显限制，此时国家掌控各种社会资源，并通过行政手段直接
协调经济活动。１９９２年以后，由于市场扩张带来的经济发展符合国家利益，国家开始
主动推动各种市场的发展，② 通过市场协调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例如，城镇国有
单位就业人数比例从１９７８年的７８．３２％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４．２８％；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中，公有制经济的投资比例从１９８０年的８６．９４％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２．８９％。③

总的来说，民营经济的合法性不断巩固，政府在政策执行上降低了企业注册与
经营的各种成本，社会资源的分配从原来行政分配为主转向了市场分配为主。此外，

随着创业活动越来越频繁，各种企业不断增加，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也越来越强。

随着环境的变化，创业者获取资源的机会、途径、作用可能都会发生改变，那么这
种改变更有利于社会一般成员还是更有利于社会精英呢？

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所有的创业活动都是高风险行为，在一个新兴行业中尤
其如此。对于一个新兴行业，面临着两种合法性的不足，一是认知合法性不足，也
就是说关于行业内的运作、生产商品与服务的知识并不普及：消费者对其商品或服
务抱有怀疑与不信任的态度，投资者也不确定投资的风险，创业者也不知道如何运
作企业、培训员工等。④ 二是政策合法性不足，即法律制度与社会政策不一定认可
该行业，创业者必须依靠他们的个人声誉，以及与其他重要企业或知名人物的联系，

来增加自己创业活动的合法性。⑤ 随着行业的发展与成熟，其合法性不断得到巩固，

直到被社会广泛认可，此时新创企业在招募雇员、获取资源、拓展销售等方面都将
更加容易，创业与企业成长对于创业者的要求变得更低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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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８》，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１》，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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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９，ｎｏ．４，１９９４，ｐｐ．
６４５－６７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Ｄａｖｉｄ，Ｗｅｓｌｅｙ　Ｄ．Ｓｉｎ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ｔｈｅｒ　Ａ．Ｈａｖｅｍａｎ，Ｓｅｉｚ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ｓ：Ｈｏ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４，ｎｏ．２，２０１３，ｐｐ．３５６－３７７．
Ｈｅａｔｈｅｒ　Ａ．Ｈａｖｅｍａｎ，Ｊａｃｏｂ　Ｈａｂｉｎｅｋ　ａｎｄ　Ｌｅｏ　Ａ．Ｇｏｏｄｍａｎ，Ｈｏｗ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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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组织生态学理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它认为，组织的成立与生存，受到
其种群规模与密度的强烈影响。随着种群规模的扩大，种群密度的增加，种群内的
资源越来越稀缺，种群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将有越来越少的新组织成立，越来越
多的组织消亡。① 就企业的创业活动而言，许多研究指出，当一个行业刚刚起步
时，其中大多数都是新成立的小规模企业，既没有知名度也缺乏资源，对外部的
创业者而言，进入门槛相对较低，此时将有更加多元化的创业者加入这个行业。

但随着一个行业的发展日趋成熟，这个行业内部往往会形成一些历史悠久的大企
业，而新创企业很难与他们竞争，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大企业具有资源优势、规模
效益，能够持续投入研发创新并在必要时发动价格战，这是新创企业难以承受的；

另一方面，这些大企业已经与消费者和供应商建立了牢固的信任与交换关系，一
般的新创企业难以介入，使得新创业的需求与供给受到很大限制。此时的创业活
动将面临更大的失败风险，除非那些创业者本身具有大量财富与资源，否则新创
企业难以成长。②

上述两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张力。在中国是哪种情况呢？首先，就初始企业规模
而言，即使民营经济合法性有所提高，新创企业从正式金融渠道融资的困难依然很
大，家庭网络与非正式金融依然是创业者获取创业资金的主要渠道。③ 随着竞争者
的增加，这些网络对创业者来说甚至更加重要。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平等
日益扩大，④ 社会资源的分布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精英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源。这意
味着精英型创业者创业时从关系网中所能动员的资源越来越多，他们所创企业的初
始规模越来越大。因此，可以得到假设２．１：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精英型创业者
的初始企业规模优势有所扩大。

其次，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的变化可能会使得不同企业成长路径的相对重要性
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民营经济日益得到国家肯定甚至鼓励和支持，其即使采纳
了国家认可的组织结构与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可能也会下降，这意味着企业合法性
对于企业资源获取的作用可能会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企业成长所需的资源如资金、

生产资料、信息乃至政策优惠将越来越多，随着市场中相似企业数量的增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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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８２，ｎｏ．５，１９７７，ｐｐ．９２９－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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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ｏｌｖｅｓ：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ｏｆ　Ｎｅｗ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７４１－１８６０，＂ｐｐ．５８５－６２４．
胡金焱、张博：《社会网络、民间融资与家庭创业———基于中国城乡差异的实证分析》，
《金融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张龙耀、张海宁：《金融约束与家庭创业———中国的城乡
差异》，《金融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９期。

Ｘ．Ｇ．Ｚｈｏｕ，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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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此时通过一般的市场渠道引入资源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因此，

创业者的管理能力与关系网络等特征对其资源获取的影响可能越来越重要。有研究

发现，社会资本的作用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强化，① 这就意味着精英型创业

者在经营企业过程中具有更大优势，企业成长得更快。

总的来说，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得 “合法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下降，

另一方面加强了 “内部资源成长”路径与 “网络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因此，精

英型创业者的企业成长优势在不同改革时期可能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由此得到：

假设２．２：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合法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下降；“内部资

源成长”路径和 “网络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上升。

假设２．３：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精英型创业者的企业成长优势保持相对稳定。

精英型创业者的企业成长优势保持稳定，且他们的初始企业规模优势不断扩大，

因此其当前企业规模的优势也将随之扩大，故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总体上将遵循资

源竞争逻辑而趋于精英化，从精英流动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向市场精英的流动趋于

固化。一些经验研究也支持上述观点：在经济改革的早期，民营经济的合法性还未

得到确定，进入市场创业的往往是那些再分配经济中的边缘者，他们希望通过市场

经营来获得更多经济回报，而那些再分配经济中的精英们则因为在体制内具有收入

优势，故不会冒险创业；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得到确认，有

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开始进入市场创业，并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迅速成为市场竞

争中的赢家。② 由此得到假设２．４：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精英型创业者的当前企

业规模优势将扩大。

（三）精英型创业者的分化

精英型创业者分为市场型创业者与内源型创业者，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

二者的关系网性质不一样，内源型创业者创业前主要是国有单位的管理者，他们的工

作、交往通常是在国有单位的科层制中，故关系网更可能局限于体制内。与之不同，

虽然很多市场型创业者也在体制内工作，但他们经常参与本单位的对外经济交易，或

者向单位外的机构、个体提供服务，故在创业前能够建立更多的市场网络。③

·８４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梁玉成：《求职过程的宏观—微观分析：多层次模型》，《社会》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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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活动与社会分层 （１９７８—１９９６）》，《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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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内源型创业者因出身于国有单位，经过几十年的习惯化和制度化，国有
单位的组织结构与行为逐渐内化为一种组织印记，① 并在创业时将这种印记投射在
新创立的民营企业中。因此，相比于市场型创业者，内源型创业者的企业组织结构
与行为通常具有更高合法性。

那么，谁的发展优势更明显呢？在经济改革初期，企业发展同时面临着制度合法
性与资源稀缺的限制，因此，内源型创业者具有更大优势，他们与国家具有密切联
系，这本身增强了企业合法性，通过这种联系还能从政府或国有企业获得很多市场中
难以获取的资源。不过，随着创业环境的优化，合法性对于企业成长的重要性可能有
所下降，而且市场中流动的资源越来越多，市场关系网的作用也会上升，这可能意味
着内源型创业者的规模优势趋于下降。由此，可以得到假设３：在改革初期，相对于
市场型创业者，内源型创业者的企业规模更大；这种优势在改革深入期趋于下降。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② 的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该调
查首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民营企业的规模结构和行业结构选取民营企业样本，再通
过各地工商联和工商局展开调查，调查对象为民营企业的法人代表。该调查范围涵盖
我国境内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各个行业、各种规模和类型的民营企业，因而
本研究的样本相对于其他民营企业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该调查始于１９９３年，

至今已经进行１２次。考虑到第一次 （１９９３年）调查和最近一次 （２０１６年）调查都缺
乏部分变量，本文选择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１４年两次调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同时，本文需要比较精英型创业者的初始企业规模优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

而２０１４年调查样本包括１９９５年以前开业的企业，为更好比较１９９５年前后初始企业
规模的变化，对２０１４年的调查样本，本文仅选择１９９５年以后开业的企业作为分析
样本。在确定分析样本并删除各变量的缺失值后，两次调查最后进入模型的样本数
分别为２３６４和２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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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组成。



（二）变量选取

１．因变量

因变量包括三个内容：创业时的初始企业规模、当前企业规模以及企业规模的年均

增长率。企业规模综合体现了一个企业发展的程度，能够较好反映创业者的成功与否。

衡量企业规模最常用的三个指标是：企业净资产、企业雇员数与企业销售额，本文选择

企业净资产作为企业规模的指标，因为这两次调查中均询问了创业时的企业净资产与企

业调查前一年的净资产。由于企业净资产与净资产年均增长率并非正态分布，按照惯例，

企业净资产取对数进入模型，净资产年均增长率转化为百分比后取对数进入模型。

２．自变量
（１）创业者类型

本文的主要自变量是创业者的社会来源，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１４年调查中均询问了创

业者创业前的职业与工作单位性质，按照前述分类，根据创业者创业前的工作经历

可以将创业者分为三类：草根型创业者、市场型创业者和内源型创业者。

（２）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变量
“内部资源成长理论”强调创业者整合内部资源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本文使

用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作为该能力的测量指标，如前所述，教育已成为现代社会培

养人力资本和专业知识 （包括企业经营与管理知识）的主要渠道，因此，教育程度

更高的人总体上具有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创业者受教育程度分为四类：初中及以

下、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以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

“网络化成长理论”强调创业者的关系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这里使用创业者的

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作为其关系网指标。如果创业者具有这种政治身份，那么

通过这些组织，其更有可能和政府以及其他企业建立更多联系。该变量设置为虚拟

变量，是为１，否则为０。

“合法化成长理论”认为企业的某些组织特征将会提高企业的合法性，从而吸引

更多外部社会资源，尽管这些特征并不一定会提高经营绩效。考虑到我国民营经济的

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国家，因此这里主要从企业组织特征是否符合国家要求来衡量

其合法性。本文选择两个指标来衡量企业合法性，一是该企业是否为改制企业，改制

企业是由原来的公有制企业转变为私有制企业，国家既然同意改制，某种程度上也就

认同了改制后的私有制企业。二是企业是否设立了党组织，党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嵌入

的方式，是国家统合民营企业的重要手段，一旦企业设立了党组织，就能通过正式组

织渠道与国家沟通，从而增强其合法性。① 上述两个指标均设置为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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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创业者个人特征和企业特征。就创业者个人特征而言，本文

对创业者的性别与年龄予以控制，创业者性别设置为虚拟变量，以女性为参照组；

创业者年龄分为创业者创业时年龄与现在年龄，根据不同的因变量使用不同年龄，

均为连续变量。对于企业特征，控制企业生存时间、企业所在行业及企业所在地域。

两次调查都询问了企业创业年份，企业生存时间用调查年份减去企业创业年份得到。

企业所在行业用两个指标来测量：一是企业经营的主要行业，分为五个主要行业：

第一产业、制造业、其他第二产业、商业餐饮业、其他第三产业。二是企业经营的
多元化，即是否涉及多个行业，设置为虚拟变量，１为是，０为否。企业所在地则分
为东部、中部与西部，以东部为参照组。表１为各变量分时期的描述统计。

表１　变量简单描述统计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１４年

企业初始净资产 （对数） ３．０１ （１．６９） ５．６４ （１．９２）

企业调查时净资产 （对数） ４．７０ （１．７０） ６．２３ （２．３２）

净资产年均增长率 （对数） ３．５８ （１．６９） １．５０ （１．５３）

创业者类型 （％）

　草根型创业者 ３３．２１　 １５．０５

　内源型创业者 ２４．６２　 ３１．６４

　市场型创业者 ４２．１７　 ５３．３１

性别 （男，％） ９０．０６　 ８５．６８

当前年龄 ４１．８４ （８．９６） ４６．１５ （８．３１）

创业时年龄 ３７．２２ （９．００） ３６．６２ （７．７６）

企业生存时间 （年） ４．６２ （３．８７） ９．５４ （４．９９）

行业 （％）

　第一产业 ４．３１　 ８．２４

　制造业 ４１．５０　 ３５．３７

　其他第二产业 ７．６１　 １０．４７

　商业餐饮业 ２７．０３　 ３１．０１

　其他第三产业 １９．５４　 １４．９０

多元化 （是，％） ３３．２５　 ３０．９８

区域 （％）

　东部 ６５．１９　 ５４．３４

　中部 ２１．１５　 ２８．３８

　西部 １３．６６　 １７．２８

受教育程度 （％）

　初中及以下 ４５．４０　 ７．７２

　高中 ３７．６４　 ２４．２１

　大专 １２．１２　 ３２．４９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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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１４年

　本科及以上 ４．８３　 ３５．５７
政治身份 （％） ３３．６３　 ３６．２９
改制 （％） １３．０４　 ６．７７
党组织 （％） ７．１９　 ４０．２９

　　　注：当变量是连续型变量时，表格内数值为平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五、结果分析

（一）创业者的社会来源与企业初始规模

模型１的因变量是企业创业时的净资产。可以看到，无论是改革初期，还是改
革深入期，市场型创业者与内源型创业者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二者的初始企业
规模显著大于草根型创业者，其中内源型创业者的规模优势更为突出。比较１９９５年
与２０１４年的数据结果，虽然市场型创业者的系数有所增加，但不显著；而内源型创
业者的系数则显著增加，说明他们的初始企业规模优势有明显扩大。

就控制变量而言，男性创业者的初始企业规模往往高于女性创业者；创业年龄
在改革深入期对初始企业规模有显著积极影响；相比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企业的初
始规模显著更小，但第二产业的初始规模在改革初期更小，改革深入期更大；参与
多个行业的初始企业规模往往更大。从地区看，改革初期的东部地区企业初始规模
更大，但在改革深入期，这种差异不再明显。

表２　初始企业规模的优势变化

模型１＿１ （１９９５） 模型１＿２ （２０１４） 模型１＿２ＶＳ模型１＿１
Ｂ／Ｓ．Ｅ． Ｂ／Ｓ．Ｅ．

性别 （１＝男）
０．４１５＊＊＊ ０．３４４＊＊＊ －０．０７０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９）

创业时年龄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行业 （参照组：第一产业）

　制造业
－０．４５３＊＊ ０．２８６＊ ０．７３９＊＊

（０．１７３） （０．１３４）

　其他第二产业
－０．２３６　 ０．２７５＋ ０．５１１＋

（０．２０６） （０．１６０）

　商业餐饮业
－０．６６１＊＊＊ －０．９５９＊＊＊ －０．２９７
（０．１７８） （０．１３５）

　其他第三产业
－０．７５５＊＊＊ －０．５７３＊＊＊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２） （０．１４８）

多元化 （１＝是）
０．３２３＊＊＊ ０．４８０＊＊＊ ０．１５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５）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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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模型１＿１ （１９９５） 模型１＿２ （２０１４） 模型１＿２ＶＳ模型１＿１
Ｂ／Ｓ．Ｅ． Ｂ／Ｓ．Ｅ．

地区 （参照组：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０．２６８＊＊ ０．００７　 ０．２７６＊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０）

　西部地区
－０．２８４＊＊ －０．０６３　 ０．２２１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５）

创业者类型 （参照组：草根型创业者）

　市场型创业者
０．２１１＊＊ ０．２７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０） （０．１００）

　内源型创业者
０．３４８＊＊＊ ０．７０８＊＊＊ ０．３６０＊

（０．０９３） （０．１０８）

常数项
２．７９６＊＊＊ ４．７１７＊＊＊

（０．２４９） （０．２３９）

Ｎ　 ２３６４　 ２７３１
Ｒ２ ０．０４４　 ０．１４２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二）创业者的社会来源与企业成长

模型２的因变量是企业净资产的年均增长率，模型２＿１和模型２＿２仅加入了控

制变量与创业者类型，分别反映的是改革初期与改革深入期的企业成长情况。在这

两个模型中，相比于草根型创业者，市场型创业者与内源型创业者的系数均显著为

正，说明二者的企业成长速度更快。比较两个模型中创业者类型的系数变化，虽然

有差异但经检验都不显著。

在模型２＿３和模型２＿４中又加入了代表不同成长路径的变量，就创业者的受教育

程度而言，无论在哪个时期，受过高等教育创业者的企业成长要明显快于初中及以下

创业者企业。创业者政治身份对于企业成长有显著积极影响，具有政治身份的企业成

长速度更快，虽然政治身份系数在改革深入期反而减小，但检验不显著。就合法化成

长路径而言，在不同时期，不同合法性指标的作用不一样，在改革初期，改制企业的

成长速度明显更快，而党组织作用不明显，但到了改革深入期，改制企业的优势不再

存在，而党组织作用显著为正。这可能意味着在不同时期，能够提升企业合法性的组

织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加入上述几个变量后，创业者类型系数不再显著。上述结

果说明在改革过程中，精英型创业者保持了企业成长优势，三条成长路径的相对重要

性保持相对稳定，合法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并未下降，假设２．２未得到支持。

模型２＿３和模型２＿４中的政治身份是指创业者目前的政治身份，可能存在的问题

是创业者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治身份是因为企业经营绩效更好、成长速度更快。２０１４年

调查进一步询问了创业者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创业

者创业前是否具有政治身份，模型２＿５分析了该变量的影响，可以看到，创业前的政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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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身份对于企业成长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要比目前的政治身份作用更强，这
说明模型２＿３和模型２＿４某种程度上低估了网络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

表３　企业成长速度的优势变化

模型２＿１
（１９９５）

模型２＿２
（２０１４）

模型２＿３
（１９９５）

模型２＿４
（２０１４）

模型２＿５
（２０１４）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性别 （１＝男）
０．０３３　 ０．１２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０
（０．１３５） （０．０８７） （０．１３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５）

创业时年龄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行业 （参照组：第一产业）

　制造业
０．３１３ －０．０４３　 ０．２８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４
（０．１９５） （０．１１５） （０．１９５）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２）

　其他第二产业
０．０１２ －０．２４２＋ ０．００３ －０．３１９＊ －０．３３２＊

（０．２３２） （０．１３８） （０．２３２）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５）

　商业餐饮业
－０．１８１ －０．４２１＊＊＊ －０．１８２ －０．４６２＊＊＊ －０．４７０＊＊＊

（０．２０１） （０．１１７） （０．２００）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５）

　其他第三产业
０．１６９ －０．３３４＊＊ ０．１４８ －０．３７３＊＊ －０．３８１＊＊

（０．２０５） （０．１２９） （０．２０５）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７）

多元化 （１＝是）
０．２６３＊＊ －０．０３０　 ０．２０１＊ －０．１０３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地区 （参照组：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０．１９４＋ －０．２０１＊＊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６＊ －０．１８２＊

（０．１０３） （０．０７０） （０．１０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５）

　西部地区
０．１３８ －０．２６７＊＊ ０．１４５ －０．２２４＊ －０．２１１＊

（０．１１６） （０．０８３） （０．１１６）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９）

创业者类型 （参照组：草根型创业者）

　市场型创业者
０．２０６＊ ０．１５１＋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５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７）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４）

　内源型创业者
０．２０９＋ ０．２２６＊ ０．１２４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２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４）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２）

创业者受教育程度 （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
０．１０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９）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６）

　大专
０．２８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３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２）

　本科及以上
０．５２３＊＊ ０．３０７＊ ０．３２２＊

（０．１８９）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３）

政治身份 （１＝是）
０．２２６＊＊ ０．１７６＊ ０．２５３＊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９） （０．１０７）

改制企业 （１＝是）
０．３４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１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４）

党组织 （１＝是）
０．１４０　 ０．１６４＊ ０．２０２＊＊

（０．１５６）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９）

常数项
３．５６６＊＊＊ １．５５７＊＊＊ ３．４２９＊＊＊ １．３４６＊＊＊ １．４１１＊＊＊

（０．２８７） （０．２０８） （０．２９２） （０．２５５） （０．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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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模型２＿１
（１９９５）

模型２＿２
（２０１４）

模型２＿３
（１９９５）

模型２＿４
（２０１４）

模型２＿５
（２０１４）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Ｎ　 １７８９　 ２６２５　 １７７７　 ２３１１　 ２３１１
Ｒ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三）创业者社会来源与企业规模

就不同来源创业者在当前企业规模上的差异方面，模型３＿１和模型３＿２分别讨
论了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１４年的情况，在这两次调查中，市场型创业者与内源型创业者的
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二者的企业规模显著大于草根型创业者。比较两次调查的变
化，虽然二者系数在２０１４年均有所增加，但只有内源型创业者的系数差异显著，这
意味着内源型创业者的企业规模优势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有所扩大。

接下来在模型３＿３和模型３＿４中又加入了初始企业规模，可以看到，初始企业
规模对于当前企业规模具有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变得更强，说明企业未来发展
越来越受企业初始特征的影响。加入初始企业规模以后，创业者类型仍然显著，但
两次调查之间的差异变得很小，且不再显著，结合前文的分析结果，说明内源型创
业者的企业规模优势之所以在改革过程中有所扩大，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初始企业规
模优势有了明显扩大，企业成长速度优势并未显著增加。

一些控制变量对当前企业规模也具有重要影响。控制企业初始规模后，企业生存
时间越长，企业规模就越大。企业行业与企业规模也有密切关系，相比于第一产业，

第三产业的规模更小。而企业多元化经营与企业规模有着正向关系，但内部因果难以
明确，也有可能是企业规模变大以后才开始多元化经营。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也与企
业规模明显相关，东部地区企业的平均规模要大于中西部地区。

表４　当前企业规模的优势变化

模型３＿１
（１９９５）

模型３＿２
（２０１４）

模型３＿２ＶＳ
模型３＿１

模型３＿３
（１９９５）

模型３＿４
（２０１４）

模型３＿４ＶＳ

模型３＿３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性别 （１＝男）
０．５３３＊＊＊ ０．２８９＊ －０．２４３　 ０．３１７＊＊＊ ０．０３４ －０．２８３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４） （０．０８１）

创业者现在年龄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企业生存时间
０．０３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行业 （参照组：第一产业）

　制造业
－０．１８１　 ０．２６６＋ ０．４４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３９
（０．１６５） （０．１５４） （０．１４１） （０．１１０）

　其他第二产业
－０．３６５＋ ０．１８３　 ０．５４８＋ －０．２５５ －０．００１　 ０．２５３
（０．１９６） （０．１８３） （０．１６８） （０．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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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模型３＿１
（１９９５）

模型３＿２
（２０１４）

模型３＿２ＶＳ
模型３＿１

模型３＿３
（１９９５）

模型３＿４
（２０１４）

模型３＿４ＶＳ

模型３＿３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

　商业餐饮业
－０．９５５＊＊＊ －１．２１５＊＊＊ －０．２６０ －０．６１７＊＊＊ －０．４６５＊＊＊ ０．１５２
（０．１６９） （０．１５５） （０．１４５） （０．１１１）

　其他第三产业
－０．８３０＊＊＊ －０．７４７＊＊＊ ０．０８４ －０．４３４＊＊ －０．３１１＊ ０．１２３
（０．１７３） （０．１７０） （０．１４９） （０．１２２）

多元化 （１＝是）
０．６８７＊＊＊ ０．５００＊＊＊ －０．１８６＋ ０．５３７＊＊＊ ０．１１９＋ －０．４１８
（０．０７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２）

地区 （参照组：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０．５９１＊＊＊ －０．１４２　 ０．４４９ －０．４２５＊＊＊ －０．１９６＊＊ ０．２２８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６）

　西部地区
－０．１３９ －０．３０３＊＊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６ －０．２７５＊＊＊ －０．２８２
（０．０９７） （０．１１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８）

创业者类型 （参照组：草根型创业者）

　市场型创业者
０．２２０＊＊ ０．４０７＊＊＊ ０．１８７　 ０．１３５＊ ０．１４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７６） （０．１１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８２）

　内源型创业者
０．３３９＊＊＊ ０．６９４＊＊＊ ０．３５５＊ ０．１９０＊ ０．１８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８８） （０．１２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９０）

初始企业规模
０．５０６＊＊＊ ０．８１２＊＊＊ ０．３０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常数项
４．６５５＊＊＊ ４．０９６＊＊＊ ２．７７２＊＊＊ ０．９１８＊＊＊

（０．２４９） （０．３０２） （０．２２２） （０．２２４）

Ｎ　 ２３６４　 ２７３１　 ２３６４　 ２７３１
Ｒ２ ０．１３８　 ０．２２７　 ０．３６８　 ０．６０７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４０年以来，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民营经济的发展

离不开国家与政府的支持，成千上万的创业者或企业家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创业活动本身存在巨大风险，哪些新创企业能发展成大企业，哪些创业者能成为大
企业主呢？以往研究多依据市场转型理论，从精英流动角度讨论上述问题，把创业
者的社会出身作为影响创业结果的核心自变量。这些研究往往更关注流动起点与终
点的直接关系，忽视了具体过程。创业者的成功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故本文从组
织视角对此进行探索。基本假设是，当前企业规模是由初始企业规模与企业成长速
度共同决定的，二者本质上是资源汇聚与整合的结果，因此，创业者能否成为大企
业主关键在于其能否为企业带来更多资源。依据上述假设，本文对大企业主的社会
来源及其变迁进行了经验分析。

首先，相比于草根型创业者，精英型创业者的初始企业规模与企业成长速度均
要高于前者，故其企业规模也显著更高，假设１获得支持。其次，比较改革初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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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深入期，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总体上遵循资源竞争逻辑而趋于精英化，精英型

创业者特别是内源型创业者的规模优势越来越突出。这种优势的扩大主要来源于初

始企业规模优势的扩大，而企业成长优势在不同时期并没有明显变化。上述结果与

假设２．１、假设２．４相一致，但不支持假设３。最后，精英型创业者的成长优势之所

以未发生明显变化，是因为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同企业成长路径的相对重

要性总体上保持相对稳定，这一结果虽然支持假设２．３，但不符合假设２．２的预测。

本文的经验结果从不同角度回应了已有研究理论。其一，从精英流动角度，本文

再次支持了 “精英再生产论”，同时也发现精英内部存在分化，不过与基于东欧社会

形成的 “精英分化论”相反的是，我们发现管理型再分配者创业以后的优势比技术型

再分配者更大。这是因为，中国的管理型再分配者的文化资本并不比技术型再分配者

更低；而且中国经济改革保持了政治体制的连续性，这使得内源型创业者掌握的丰富

政治联系以及合法性得以持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精英型创业者的优势越来越大，

从另一侧面也支持了 “流动固化论”，即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的社会出身

对其成为社会精英的影响越来越大。

其二，本文还从组织角度深入探讨了精英流动的具体过程，研究结果在两个方面

回应了组织理论。一方面，本文结果支持了组织生态学理论，即使在中国这样强调制

度合法性的经济环境下，随着企业种群密度的增加，资源竞争效应最终将超过合法化

效应，但这主要体现在创业初期，创业门槛降低以后，创业初期的资源竞争也就愈加

激烈，谁能在此时形成优势，往往就能够持续保持优势。另一方面，三条企业成长路

径的相对重要性并未像假设预测的那样变化，而是保持相对稳定，这可能说明相比于

企业建立，企业成长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系统过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只有宏观环境

改变了所有这些因素，企业成长路径才会发生变化，而这往往需要较长时间。

其三，本文从精英流动与组织发展两个层面回应了市场转型理论。就精英流动

而言，市场转型理论认为社会权力的分配是在再分配者与一般生产者之间进行的，

在我们看来，一般生产者不掌握任何社会权力，不同社会权力掌握在不同精英手上，

因此要检验社会权力是否发生了转移，需要观察不同精英之间的优势是否发生了变

化。从上文结果看，内源型创业者依然保持了优势，也就是说，市场权力并未成为

社会中分配资源的决定性权力。从组织发展角度也可看出，虽然宏观制度环境承认

了民营经济，创业门槛降低，但内源型创业者的初始企业规模的优势反而有所扩大；

合法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也没有因此下降，合法性依然是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

这可能是因为，虽然市场协调的资源越来越多，市场中流动的资源主要是一般性的

生产要素，一些稀缺的生产要素依然掌握在国家手里，①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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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这些稀缺资源可能是更具决定性的。

综上，随着市场中的资源日益丰富，民营企业的资源来源日益扩大，但市场运
行具有自身逻辑，且会产生诸多市场失灵现象，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市场竞争
将会自然促进垄断与马太效应的形成，那些出身草根的创业者的发展空间将越来越
小，很容易成为市场竞争的淘汰者。这时，国家与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平衡市场参与
者的竞争力，帮助这些弱小者，激发多元化的活力和创新力。在中国，政府所掌握
的资源对于企业发展非常重要，但政府资源的分配却受到很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

那些拥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往往获得了更多资源，尤其在创业初期，他们在创业初期
所形成的规模优势会进一步影响到后续的企业成长。然而，这些具有政治联系的企
业不一定是最需要资源和最有效率的企业，① 如果政府把更多资源分配给那些需求
更强、效率更高的企业，那么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创新潜力还会得到进一步释放。

从我国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变化看，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前４０年的改革任务是开拓市场，在当年国家掌握绝大多数资源的情况下，开拓市场
必须有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才能成功；但随着经济市场的逐渐完善，政府需要尊重
市场自我运行的特殊逻辑，未来的改革要进一步加强监督市场运行与纠正市场失灵
的职能，积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的：“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
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变压力为动力，让民营经济创新
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
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也表达了这一意涵。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后续研究推进。首先，本文认为创业者的关系网决定
了初始企业规模，但由于缺少创业者创业前的关系网数据，我们没有直接检验这一
假设。其次，在讨论企业成长路径时，本文使用的指标都是与国家相关，创业者的
关系网用政治身份测量，企业合法性某种意义上也指满足国家要求的合法性，之所
以未涉及市场关系，以及满足市场或社会要求的合法性，主要原因也是缺乏相关数
据。期待未来更好的数据能弥补上述研究不足。

〔责任编辑：刘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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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余明桂等：《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经济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郭剑花、杜兴强：《政治联系、预算软约束与政府补助的配置效率———基于中国民营上市
公司的经验研究》，《金融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习近平：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８－１１／０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３６６１６．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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